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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正在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被动回应

转向主动服务。 通常认为政府的主动服务有助于提升民众满意度,但为何在“更进

一步”的上门服务中却引发了民众诸多不满? 本文从公共服务体验的视角出发,基

于两个典型案例揭示了政府上门服务中民众负面体验的生成机制。 研究发现,政府

上门服务使得民众生活场域转化为政府服务场景,公共服务的行政性与私人生活的

社会性发生冲突,行政力量塑造了上门服务中诸多情景压力;政府上门服务也因政

府主动作为抬升了民众服务期望,但标准化的统一服务供给无法满足个人差异化的

实际需求,民众因此会在服务前后产生期望落差。 上门服务中民众的负面体验是政

府过度主动行为的产物,对此需要加强公共服务的体验设计,保持政府服务的适当

“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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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也是联系国家和民众的纽带。 一方面,国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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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公共服务保障社会共同体成员福利和安全的再生产(孔繁斌,2023);另一方面,
公共服务能够把抽象的“国家”转化为生活中的“日常”,人们可以通过公共服务来感

知和认同国家(李俊清和付秋梅,2022)。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实现经济持

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逐步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王雁红,2024)。 尤

其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基本实现了“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姜晓萍和吴宝家,
2022)。 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服务方式也发生

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为民众带来了更深刻的服务体验。 过去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饱

受“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诟病,如今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背景下,民众满意度成

为检验公共服务成效的重要标准。
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各地政府摒弃了传统的管理本位思维和被动回

应的治理逻辑(孔繁斌和郑家昊,2021;郁建兴和黄飚,2019),以主动服务( proactive
 

service)的积极姿态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例如,在线上服务层面,政府通过建设

各种功能集成的数字服务界面,让民众实现“不见面审批”,并借助人工智能大模型

向目标群体主动推送相关政策,免去民众自行查找的不便;在线下服务层面,政府积

极兑现“最多跑一次”的服务承诺,不仅推出了“全科窗口” “容缺受理” “帮办代办”
等服务举措,还设置了自助终端保障 24 小时“服务不打烊”。 政府的主动服务模式

有效减少了民众跑腿的频次,增强了民众在公共服务中的获得感。 党的二十大提

出,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 这一国家

层面的倡导预示着公共服务的递送环节将不断从供给端向需求端延伸,上门服务正

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共同选择。
政府上门服务最突出的特点是将公共服务环节延伸至服务对象家庭,常见形式

包括人口普查、居家养老服务等。 与其他政府主动服务类似,上门服务由政府承担

主要服务成本,不仅有利于拉近政府与民众的距离,同时也能满足特殊群体的服务

需求,理应获得民众好评。 然而,笔者的田野调研却发现,即便政府在上门服务过程

中承担了主要成本,有时却依然得不到服务对象的正面评价,反而催生了服务对象

“难以承受的关怀”,部分服务对象甚至充满抱怨。 这不禁引发进一步追问:为何部

分政府上门服务得不到民众认可? 政府上门服务又是如何引发民众不满情绪的?
民众对公共服务的负面评价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从服务供给侧来看,政府作为

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其角色定位与服务方式直接影响民众评价。 其一,地方政府

在公共服务中存在认知误区,将服务型政府简单等同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将
民众视为被动接受公共服务的“顾客” (姜晓萍,2007)。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政府公

共服务呈“包办”色彩,民众的真实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引发不满。 其二,在公共服

务供给方式上,线上与线下服务均存在导致民众负面评价的影响因素。 在线上服务

中,政府的回应速度、供给效率(马小杰和甘开鹏,2023),以及数字政府的回应话语

模式(高学德和廉静,2024)等均会对民众评价产生影响,而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型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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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会削弱民众的幸福感(臧雷振和张晴,2024)。 在线下服务中,政府工作人员的负

面工作状态和劳动情绪(陈宇和周安祺,2024),以及受委托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

主体间的博弈(蔡立辉和郝宇坤,2021)等因素也会对民众评价产生消极影响。
从服务需求侧来看,民众作为公共服务的享受主体,其参与程度和个人特征直

接影响评价结果。 其一,公民参与程度与民众对政府服务的感知度密切相关,高参

与度往往带来高满意度(明承瀚等,2016)。 有研究通过对城市居民的大规模入户调

查与实证分析发现,居民对政府工作的参与度、知晓度及公益活动参与水平等均对

公共服务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龚佳颖和钟杨,2017)。 其二,由于公共服务评价

是一种主观感受,诸多研究讨论了个人特征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 有研究分析社

会阶层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对公共服务满

意度反而越低,而主观社会阶层认同越高的个体对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刘中起

和瞿栋,2020) 。 另有研究从个体行政负担感知的角度分析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

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发现女性有助于弱化行政负担感知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

负面影响,年龄增长也会弱化这一影响,而教育程度提高则会扩大该影响(王鸿

儒,2020) 。
总体而言,当前研究展现了诸多影响民众公共服务评价的路径和因素,但停留

在服务普遍性视角的一般化讨论,缺乏对特殊服务场景的针对性分析。 随着政府服

务创新发展,各类便民利民的主动服务项目不断涌现,出现了与传统“民众找政府”
相反的服务模式,“政府主动找民众”提供服务成为新潮流。 尽管部分研究已注意到

政府上门服务中的民众负面评价,但未展开深入剖析。 从本质上看,民众对公共服

务的负面评价(包括各类不满情绪)是负面服务体验的表现。 公共服务体验是民众

在与公共服务环境和服务过程互动中产生的内在反应,受公共服务结构内部与外部

环境的综合影响(徐增阳和曾祯,2024)。 有鉴于此,本文将民众对政府上门服务的

负面评价还原为负面公共服务体验,试图从服务环境和服务过程两个维度,借助相

应的理论和实践案例,探究政府上门服务中民众负面体验的生成机制,以期解答“便

民的政府上门服务为何引发民众不满”这一悖论,并深化对政府主动服务与民众公

共服务体验关联的理解。

二、
 

案例选择及研究方法

政府上门服务的实质是将公共服务的递送环节延伸至服务对象家庭。 从目前

实践来看,居家保健服务和上门认证服务是最常见的两类上门服务。 前者针对身体

条件受限、需居家接受服务的群体,且服务内容以居家照料为主;后者因公共服务申

请和审核需收集当事人真实信息(如家庭人口情况、日常生活条件),需政府工作人

员实地探访,主要涉及国家对人口的认证(欧树军,2011)。 因此,本文选取江苏省 Q
区 R 街的居家养老服务和湖南省 N 市 Z 镇的防返贫上门核查服务为研究对象。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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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上述案例,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呈现出该实践悖论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可实现对

同一现象的相互印证与不同侧面补充(毛基业和陈诚,2017)。
根据国家政策定义,居家养老服务是指政府与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老年

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及精神慰藉等服务的形式,具体通过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安排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等方式提供。 这一服务既体现了人口老龄化背景

下政府对老年群体的关怀,也是居家保健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防返贫上门核查

服务,其核心是通过国家福利认证实现对贫困人口的精准定位(仇叶,2018)。 在精

准扶贫取得重大成就的背景下,中央把防止返贫摆到了更重要位置,要求各地“坚持

事前预防与事后帮扶相结合”,通过农户申报、乡村干部走访排查、相关行业部门筛

查预警等途径,对脱贫户与边缘户进行动态监测。
本文案例资料源自笔者长期的田野调研。 2024 年 5 月、7 月和 10 月,笔者曾前

往江苏省 Q 区 R 街道的老旧小区与湖南省 N 市 Z 镇的农村开展总计 40 天的蹲点调

查,期间深度访谈了居委会和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以及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和部分居

民,详细了解上门服务的内容、流程和服务对象的反馈,并收集了上级政府政策文件

和工作记录等二手资料,以形成对一手数据的补充。

三、
 

“难以承受的关怀”:
 

政府上门服务的实践

(一)
 

案例一:
 

居家养老服务

　 　 截至 2023 年,R 街常住居民 6. 3 万人,其中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有 1. 9 万人,约
占全街道人口的 30%,已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成为政府重点关注领域。
R 街在养老服务硬件设施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不仅实现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和助餐点的全覆盖,还积极推进了上百户居民家庭的适老化改造。 同时,为满足行

动不便、经济困难老人的需求,R 街还按上级政府要求,为辖区内低保老人等养老扶

助对象及 80 岁以上老人统一购买了社会组织的上门服务。 上门服务频次依据老人

身体状况有所差异,但政策要求每位享受上门服务的老人至少需达到每月不少于 2
天、每天不少于 1 小时的服务时长。 上门服务的内容由社会组织在初次上门评估时,
根据老人意愿从政策规定的 22 项服务(含助餐、助浴、助医、助洁)中确定。 另外,上
级政府还出台了《Q 区进一步加强空巢独居老年人探访关爱工作的通知》,要求社区

工作人员对辖区空巢独居老年人进行上门探访,每周至少上门或电话联系 2 次,探访

情况被纳入日常工作考核。 简言之,R 街的老年人会面临两种政府提供的居家养老

服务,一是政府购买的社会组织专业服务,二是政府要求社区工作人员提供的上门

探访服务。 这两种服务在实践过程中均引发了服务对象的不满。
1.

 

统一服务难以满足个性需求

尽管居家养老专业服务由社会组织上门提供,且老人可自主选定项目,但服务

内容和服务时长需遵循政府制定的服务标准。 例如,老人选择家务料理服务,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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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标准,服务范围仅限于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内容也仅限于墙壁、地面、玻璃、
门框和灶具的保洁。 实践中,即便护理员严格按标准服务,仍有老人不满———在他

们眼中,上门服务的护理员是“政府花钱请来为自己服务的”,应满足自己的各项需

求,而非仅完成特定项目。 R 街 X 社区的工作人员就经常接到老人的投诉:

有的老人享受了免费服务还不领情,跑到社区投诉护理员的

服务质量不好,要么说卫生搞得不干净,要么要求护理员洗油烟

机、洗空调,不洗就投诉,洗坏了又要人家赔,真把人家当保姆了,
服务都是有规定的,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都有要求,有些老年人

也不听,还到街道反映。 (访谈记录:20240513,X 社区工作人员)

除部分老人因服务项目之外的需求未得到满足而不满外,还有老人对现有服务

提出意见。 由于同一护理员服务水平固定,且负责服务多个小区的数十位老人,难
免出现众口难调的现象。 例如,有的老人认为上门理发不如专业理发店,还有的老

人则不希望自己与其他老人共用护理工具。 这些负面反馈都集中指向同一问题:政
府购买的上门服务是统一的程式化服务,而每个服务对象均有个性化需求,仅按单

一模式提供服务,自然难以获得好评。
2.

 

行政服务影响日常生活

除社会组织提供的专业服务之外,社区工作人员还须按上级要求提供探访服

务。 这类服务的初衷是防止空巢独居老人在无人照看时发生意外,因此政府将上门

探访列为社区网格日常工作,社区工作人员须负责网格内老人探访,每周至少上门

或者电话联系 2 次,确认老人生活状态。 作为一项自上而下布置的工作,上门探访也

须“留痕”备查,X 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时须拍照上传至特定的系统,若选择电话探

访,还要对通话界面截图保存并上传系统。 上级政府每月还会委派第三方机构从系

统数据中抽取部分老人进行电话回访,核心是确认社区工作人员是否上门探访。 若

回访电话未打通,工作人员须及时上门确认老人情况。 若老人反馈“未上门”,上级

政府则会通报街道和社区。 因此,对社区工作人员而言,上门探访已变成必须不折

不扣完成的行政任务,“能上门就上门”,以加深老人的印象。 但这种“以完成行政任

务”为导向的服务模式引发了老人不满:

我们也很怕打扰老人,但是上面的任务逼得我们没办法。 有

些老人记性不好,你前脚刚从他家出来,后面第三方问网格员有

没有上门,他又说没有,我们只能多去几次,每次去记得拍照,而

且每次问老人最近怎么样,老人也烦,说我们好像巴不得他出事

一样。 (访谈记录:20241030,X 社区工作人员)

老人不仅对探访服务的获得感不强,还觉得正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据社区居民

反映,第三方有时会在午休时段拨打回访电话,严重影响老人的休息,老人不接电话

又会连累社区工作人员,部分老人因此要求社区把系统中的手机号码改为子女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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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可见,在指令性要求下,一项本应充满人情味的服务却沦为强制完成的行政任

务,工作人员上门探访与老人反馈均成为任务中环节。 服务供给与需求未建立真实

联系,不仅造成服务主体性缺失,还引发了服务异化。

(二)
 

案例二:
 

防返贫上门核查服务

2020 年 3 月,在全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时,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出

台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①,
明确将防止返贫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提出建立防止返贫

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成果,确保高质量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2020 年 12 月,
中央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意见》②,明确“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

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开展定期检查、动态管理”,
并鼓励“健全防止返贫大数据监测平台,加强相关部门、单位数据共享和对接,充分

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提升监测准确性”。
湖南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利用大数据技术,基于全省健康扶贫动态管理信息

系统数据,综合患病情况、家庭成员结构、年龄等因素,建立了全省因病致贫返贫风

险监测预警模型。 除建档立卡户外,普通农户若住院治疗自付费用超过 2 万元,会
被监测预警系统识别,相关信息通过系统推送至户籍所在地,由当地乡村干部上门

核查家庭收入、支出及日常生活情况。 若核查结果符合因病致贫的监测标准,农户

可被纳入监测范围,享受相应政策优待。 据 Z 镇 Y 村村干部介绍,Y 村每月都会从

省预警监测平台接收多条需入户核查的信息。 每次上门核查时,村干部都需详细询

问当事人住院医疗情况、核算每个家庭成员的收入,查看房屋结构,并确认日常生活

“两不愁三保障”落实情况。 尽管防返贫上门核查给农户提供了接触相关福利政策

的机会,也减少了农户跑腿的麻烦,但调研发现,农户的服务体验并不理想。
1.

 

公开宣示导致隐私风险

在农村传统社会中,生病(尤其是罹患重大疾病)被视为忌讳,个人真实病情通

常仅在家庭内部少数人间交流,鲜少有人当面询问。 而按防返贫监测要求,村干部

须上门询问当事人治疗信息。 村干部之所以能精准上门,是因为从省预警平台获取

了医疗系统中的相关信息。 在大数据支持下,农户个人隐私在某种程度上对政府而

言是单向透明的。 但这种透明度对村干部完成排查工作而言远远不够,省预警平台

仅提供了姓名和身份证号,以及治疗费用总额,无其他有效信息,村干部需上门才能

了解具体情况。 而这会产生意外效果:村干部上门好像在村庄中“宣示”某户有人患

①

②

中国政府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开发〔2020〕
6 号),2020 年 3 月 20 日,https: / / www. gov. cn / zhengce / zhengceku / 2020-03 / 27 / content_5496246. htm。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2020 年

12 月 16 日,https: / / www. gov. cn / zhengce / 2021-03 / 22 / content_5594969.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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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一样,让村干部和农户都陷入尴尬:

我们突然进入人家家里,还要问人家最近得了什么重病,我

都不好意思问出口。 农户也是这样想,感觉生了病,特别是住院

花了那么多钱的大病重病都不愿意说出口,比如得了癌症,大家

都躲着不谈。 (访谈记录:20240709,Y 村村干部)

村干部和农户的为难,源于双方同处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当中,人情和面子是村

庄社会的“通行证”。 村干部顾虑的是,贸然求证可能会引发当事人的不配合,影响

后续工作,但不核查又无法完成省平台下派的任务,所以通常先从其亲属入手,侧面

了解一些信息。 农户顾虑的则是,自己的隐私有被泄露和议论的风险,毕竟没人愿

意成为村庄舆论焦点,当遇到村干部询问时,要么回答模糊,要么直接拒绝回答。 村

干部兼具“国家政策执行者”与“村庄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吴毅,2002),即便上门仅

代表国家进行认证,也很难完全消除其行为在村庄社会中的影响,尤其以公家的名

义上门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多舆论关注。
2.

 

公共标准与个人期待存在张力

抛开隐私泄露的忧虑,农户对上门认证的结果则抱有很大期待。 经过多年精准

扶贫宣传和实践,国家对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有目共睹,尤其是在医疗保障领域,贫
困户能享受更高的报销比例,因此,能被纳入国家防返贫监测对很多农户而言是“非

常划算”的事情。 当得知村干部上门核查结果关乎能否享受政策优待时,不少农户

开始故意谎报、低报收入,希望博得同情并被纳入帮扶范围。 正如 Y 村村干部所言:

问病情可能都不愿意说,但是问收入就都很积极,觉得我们

好像能帮他们,他们就开始诉苦,说自己有多辛苦,赚的钱很少,
有的人还会瞒报,因为我们要算整个家庭收入,有些人子女在外

打工,做 什 么、 赚 多 少 钱 也 不 愿 意 跟 我 们 说。 ( 访 谈 记 录:
20240709,Y 村村干部)

然而,农户的策略往往难以奏效。 因为当前纳入国家防返贫监测的标准很严

格,不仅整个家庭的人均收入要在标准线以下,还要综合考量家庭资产条件等情况。
按村干部说法,能否纳入监测对象有政策“硬杠杠”,个人无法左右。 若农户家里有

人正常工作,收入基本难以低于标准线,若家中有人购车或在城里购房,原则上无法

成为监测对象。 而 Y 村除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以外,多数家庭条件尚可,因此上门核

查后能被纳入监测的农户较少。
尽管村干部认为自己上门核查是按政策统一标准办事,但仍招致怨言。 若村干

部不上门,需申请救助的农户会主动找村委会,现在只要自付费用超过一定金额,村
干部就主动上门核查,这看似减轻了农户负担,但也造成了农户可望又不可及的幻

象,部分农户因此抱怨,“上门问这么多又没有用”。 国家福利认证因附带切实利益,
会设置各种服务标准作为门槛,以往被动式服务能够借此排除不合标准的对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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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政府主动上门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服务标准的排除功能,激发了个人不

切实际的服务期待,最终导致负面服务体验。

四、
 

政府上门服务中民众负面体验的生成机制

公共服务体验作为个人对公共服务的心理反应,同时受服务环境和服务过程的

影响。 从服务环境看,政府上门服务意味着服务场景从政务场所进入民众日常生活

空间,而日常生活空间不仅限于物理范围,同时也是具有开放性、社会性与政治性的

实践空间(文军和黄锐,2012),政府上门服务会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 从服务过程

看,政府的服务态度在上门服务过程中从被动回应转变为主动服务,服务供给端的

主动作为在改进服务方式的同时,也为需求端提供了索取其他需求的机会,服务供

给与需求的冲突更易显现。 因此,与传统政府服务不同,在民众接受政府上门服务

的过程中,影响民众服务评价的主要是政府服务与个体生活世界复杂交互所形成的

体验,而不再单纯是服务本身。

(一)
 

情景压力:
 

政府强制服务场景与民众私人生活场域的冲突

上门服务的本意是增强服务对象的获得感,让民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便捷服

务,但上门行为本身就预示着对私人生活场域的影响。 一方面,行政系统有自身运

行逻辑。 尤其在压力型体制(杨雪冬,2012)的强力控制下,基层街头官僚在上门服

务过程中需按行政系统的要求提供服务,包括规定的服务流程和服务内容等,其服

务的自由度受到严格限制,服务对象只能配合而无法充分参与。 另一方面,行政系

统具有公共权威。 行政力量进入社会空间有很高的显示度与关注度。 即便部分基

层干部不具备正式体制身份,其上门行动往往也会被视为政府“官方行为”,能够迅

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因此,当带有行政强制色彩的政府上门服务进入私人生活

场域时,难免会改变原有场域结构(Bourdieu,1993),塑造新的情景压力。
一是上门服务带来家庭情景压力。 基层上门服务容易陷入唯上的行为逻辑,其

服务过程并不会以服务对象的意志为转移,这会对民众家庭内部的正常生活产生影

响。 一方面,服务的准入和退出受行政干预。 R 街居家养老服务是当地政府为特定

的养老扶助对象和 80 岁以上的老年群体统一购买的,购买之前并未充分考虑服务对

象的个人意愿,所以实践过程中出现了部分老人不愿意享受此项服务,而退出又需

要特别申请的问题。 另一方面,服务过程受行政控制。 除服务流程和内容受行政约

束外,服务频率与时间也不完全由服务对象自主决定。 例如,社区工作人员为完成

上级政府的指令性要求,以及应对上级的检查考核,主动增加了对空巢独居老人的

探访次数,给老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影响。 服务对象的不满情绪已说明,脱离真实

需求的上门服务不会获得民众的真心欢迎,这样的上门服务只是行政任务的变体,
徒增民众的家庭情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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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上门服务带来社区情景压力。 因为政府行为在社区共同体内部具有很高

的显示度和关注度,即便乡村干部不主动泄露农户的个人信息,但其上门行为会成

为村庄内部的标志性事件,带来个人隐私泄露的隐患,引发社会舆论的污名化压力。
一方面,上门服务需接触民众的个人隐私。 例如,防返贫上门核查的目的就是通过

上门了解农户的真实情况,解决国家福利供给不精准的问题,但部分信息并不适合

当面公开核查。 当村干部上门询问农户病情时,双方均有“羞耻感”,碍于同村情面

不愿触碰这类话题。 另一方面,上门服务可能会暴露民众的个人隐私。 村干部上门会

引发村庄关注,导致个人患病和治疗等隐私泄露风险,这也是农户对村干部上门感到忧

虑的核心原因。 对农户而言,既希望享受政策优待,又担心遭受非议。 上门服务场

景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政府行为会产生连锁反应,无形中带来民众的社区情景压力。

(二)
 

期望落差:
 

行政服务供给统一与个人实际需求弥散的矛盾

上门服务改变了政府被动回应民众需求的姿态,体现了主动作为的态度。 服务

的主动性在改善服务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难题。 一方面,主动服务释放了更

多政民互动空间。 传统的政民互动模式需要民众找政府,付出学习成本、合规成本

等行政负担后在窗口完成服务,而上门服务则意味着政府找民众,政府承担了主要

成本,民众能够在上门服务过程中充分表达诉求。 另一方面,主动服务的供给标准

都是统一固定的。 无论是政府购买的社会服务,还是政府派基层工作人员上门服

务,服务的流程和内容均固定,并不会针对个人需求作出额外调整。 换言之,政府上

门服务虽然在服务态度上积极主动,但是服务内容无法与需求精准匹配。 而这又会

与民众积极的诉求表达产生矛盾,导致民众的实际感知与心理预期不相符的期望落

差(Oliver,1980)。
一是上门服务刺激民众需求。 民众普遍对上门服务有较高的心理预期,因为上

门服务给人的主观感受是尊重服务对象的主体地位,节省了服务对象的成本。 一方

面,高预期助长了服务对象的需求表达。 例如,在社会组织上门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过程中,部分老人认为上门服务应该以合自己心意为主,要求护理员提供清洗油烟

机等非规定项目服务,被拒绝后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向社区投诉。 另一方面,高预期

也带来了高期待。 例如,村干部上门开展防返贫核查时,农户的最初反应都是觉得

自己有机会获得防返贫政策优待,因为传统的福利需自己申请,现在无需申请就有

村干部上门,所以农户抱有很高的期待;但当最终核查结果为“不通过”时,之前的高

期待受到冲击,不满情绪由此产生。 民众的负面体验也从侧面印证了上门服务刺激

了民众需求,政府的主动服务带来了“服务预期幻象”。
二是上门服务限定服务供给。 即便政府向民众提供上门服务项目选择,也会给

予民众表达诉求的机会,但政府的服务供给始终遵循统一标准,某种程度上服务是

限定的。 一方面,上门服务的服务质量较为固定,难以满足差异化需求。 例如,在居

家养老服务中,同一护理员需负责社区内多个老人,其理发技术固定,部分老人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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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其理发水平,部分老人则嫌弃。 上门服务受限于服务规范,难以针对服务对象的

需求差异作出及时调整。 另一方面,上门服务的原则是一致的,无法让所有人获得

同样的服务效果。 例如,村干部防返贫核查时,对所有需核查的农户采取同一标准,
不会受到农户诉苦和瞒报等行为的影响,但并非所有核查对象都能获得理想结果。
上门服务虽已是政府突破传统服务模式的尝试,但受限于各方面因素,上门服务的

供给和需求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综上所述,图 1 呈现了政府上门服务中民众负面体验的生成逻辑。

图 1　 政府上门服务中民众负面体验的生成逻辑

五、
 

结论与讨论

尽管政府已意识到传统被动服务模式存在各种缺陷,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

设,并在主动服务的导向下推出了上门服务模式,但民众的服务评价并未如预期般

正面。 上门服务虽通过政府主动承担成本的方式降低了民众负担,却并未因此提升

民众满意度。 对此,本文从公共服务体验的视角出发,立足服务环境和服务过程维

度,运用场域和期望相关理论分析了政府上门服务对民众服务体验的影响。 可以发

现,政府上门服务开辟了行政系统深度干预私人生活场域的通道,当民众的生活场

域变成政府强制服务的场景,公共服务的行政性同私人生活的社会性发生冲突,民
众在接受服务的同时面临诸多情景压力;政府上门服务也因政府的主动作为刺激了

民众的需求表达,而服务供给受行政系统的控制依然遵循统一的标准,这直接导致

了个人需求的弥散性与公共服务的标准化之间的矛盾,上门服务提供了服务供给但

无法满足民众多元的个性化需求,民众因此会在服务前后产生期望落差。
公共服务体验视角有助于重新发掘被服务本身遮盖的社会交往行为,其中服务

场域和服务期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服务场域角度看,政民互动会对社会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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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产生重要影响,民众负面体验不仅来自服务本身,还可能是服务行为引发的社会

压力。 尤其政府上门服务将行政系统引入私人生活场域,带来了新社会效应。 从服

务期望角度看,应重视需求端的自主反应,服务对象在接受服务过程中不仅会对服

务本身进行主观评价,也会由此衍生更多需求。 若服务供给不能及时回应,就会产

生负面体验。 可见,公共服务不是简单的供给和需求匹配的过程,政府上门服务也

不是简单的服务递送延伸至家庭的过程。 这一过程为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了相互

接触和博弈的机会,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为服务供给方的行政系统如何推行自身逻

辑,以及作为服务需求方的民众如何表达自身诉求。 这启示学界对公共服务的研究

不仅要关注服务供给方,也要关注服务需求方,更要关注服务之外的世界。
对于实务界而言,上门服务是政府便民利民的创新探索,但政府承担主要成本

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民众的认可。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服务设计

之初就要尊重民众的意愿,精准识别民众的真实需求,建立民众参与的沟通渠道,确
保公共服务的供给不是政府单方面包办,而是政民互动基础上的合作生产;其次,要
提升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人文关怀,避免服务行为对个人社会生活产生过度影响,尤
其防止污名化传播给当事人造成压力;最后,要正视行政负担的作用,合理的行政负

担能够筛选真实需求,减少个人对公共服务的不合理期待。 总之,政府要减少过度

主动行为对民众生活的干扰,保持适当的服务“留白”。
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 除案例研究本身的固有缺陷影响结论外部效度外,本研

究虽注意到政府上门服务中服务边界的问题,但受限于田野资料和研究方法,未能

进一步对政府上门服务展开整体性反思与讨论,有待后续深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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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people-centred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is
 

driving
 

the
 

mode
 

of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from
 

passive
 

response
 

to
 

proactive
 

service.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dopted
 

a
 

proactive
 

stance
 

of
 

proactive
 

services
 

to
 

bear
 

most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public,
 

yet
 

not
 

all
 

proactive
 

government
 

services
 

improve
 

public
 

satisfaction.
 

The
 

field
 

study
 

found
 

that
 

when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door-to-door
 

services
 

such
 

as
 

home
 

care
 

and
 

welfare
 

accreditation
 

it
 

incurs
 

widespread
 

public
 

complaints.
 

Why
 

does
 

the
 

government􀆳s
 

proactive
 

provision
 

of
 

door-to-door
 

services
 

lead
 

to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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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atisfaction?
 

This
 

paradox
 

becom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paper.
 

Existing
 

studies
 

have
 

mainly
 

discussed
 

the
 

evaluation
 

of
 

public
 

satisfaction
 

in
 

general
 

service
 

scenarios
 

and
 

lacked
 

analyses
 

of
 

public
 

satisfaction
 

in
 

door-to-door
 

service
 

scenarios.
This

 

paper
 

reduces
 

people􀆳s
 

negative
 

service
 

evaluations
 

to
 

negative
 

public
 

service
 

experiences,
 

and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paradox
 

of
 

door-to-door
 

service
 

satisfac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ervice
 

environment
 

and
 

service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door-to-door
 

service
 

opens
 

up
 

a
 

channel
 

for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o
 

intervene
 

deeply
 

in
 

the
 

private
 

life
 

field,
 

and
 

when
 

the
 

people􀆳s
 

life
 

field
 

becomes
 

the
 

scene
 

of
 

the
 

government􀆳s
 

mandatory
 

service,
 

the
 

administrative
 

nature
 

of
 

the
 

public
 

service
 

conflicts
 

with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private
 

life,
 

and
 

the
 

people
 

feel
 

a
 

lot
 

of
 

situational
 

pressures
 

while
 

accepting
 

the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rvice
 

process,
 

the
 

government
 

door-to-door
 

service
 

stimulates
 

the
 

people􀆳s
 

demand
 

expression
 

by
 

the
 

government􀆳s
 

initiative,
 

and
 

the
 

service
 

supply
 

is
 

stimulat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process,
 

the
 

government
 

door-to-door
 

service
 

also
 

stim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people􀆳s
 

needs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s
 

initiative,
 

while
 

the
 

service
 

supply
 

is
 

controll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still
 

follows
 

the
 

uniform
 

standards,
 

which
 

directly
 

leads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iffuse
 

nature
 

of
 

individual
 

needs
 

and
 

the
 

standardis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door-to-door
 

service
 

provides
 

service
 

supply
 

but
 

fails
 

to
 

meet
 

the
 

people􀆳s
 

diversified
 

and
 

individualised
 

needs,
 

and
 

the
 

people
 

are
 

faced
 

with
 

the
 

gap
 

of
 

expect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service.
 

Situational
 

pressures
 

and
 

expectation
 

gaps
 

lead
 

to
 

negative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
 

door-to-door
 

services.
This

 

reveals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not
 

only
 

to
 

the
 

supply
 

side
 

of
 

services,
 

but
 

also
 

to
 

the
 

demand
 

side
 

of
 

services,
 

and
 

even
 

more
 

so
 

to
 

the
 

world
 

beyond
 

services.
 

Firstly,
 

the
 

design
 

of
 

public
 

service
 

experien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n
 

the
 

basi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secondly,
 

the
 

humanistic
 

care
 

in
 

the
 

process
 

of
 

service
 

provision
 

should
 

be
 

enhanced;
 

and
 

lastly,
 

reasonable
 

administrative
 

burdens
 

should
 

be
 

used
 

to
 

reduce
 

individuals􀆳
 

un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public
 

services.
 

In
 

shor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duce
 

the
 

disruption
 

to
 

people􀆳s
 

lives
 

brought
 

about
 

by
 

excessive
 

proactive
 

behaviour
 

and
 

maintain
 

appropriate
 

service
 

“white
 

space”.
Keywords:

  

door-to-door
 

service; public
 

service
 

experience; proactive
 

services; 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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